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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79243610]摘要：试图理清我国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对其创新表现的影响是否真的朝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展。结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企业专利数据库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07年匹配的企业进出口数据，以企业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和净上游度为核心解释变量，测算我国企业参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分工位置，通过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企业创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回退到本国进行纯国内生产有助于提升创新能力，同时国内生产环节数的增加促进企业开展创新行为，尤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参与国内生产可以弥补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劣势；进而提出宏观经济环境对上述作用存在“强化正向，弱化负向”的调节作用，除了政府宏观引导的作用，企业本身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和吸引高科技人才两个渠道影响创新的物质和人力条件，以此提升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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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 whic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ycles are the mainstay and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s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innovative performa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index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for companies participating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rough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eturn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products to the country for pure domestic production helps to improv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especially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domestic production can make up for their disadvantag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Mechanism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has a regulatory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the positive and weakening the negative" on the above-mentioned effec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government's macro-guidance, enterprises themselves can influence the material and human conditions of innovation through the two channels of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ttracting high-tech talents to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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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前期，为适应商品生产的网络分工形式，在全球生产分工浪潮中，我国通常以制造大国的形象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方式的改变，我国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确定有引用的必要？】，由此引发思考：多年来，我国贸易结构是否真的朝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展，新发展格局是符合企业发展趋势的有效之举吗？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通常以依靠国外直接投资或技术指导起步，随后发展出支持性产业，但在这一阶段仍然需要国外先进技术指导，并且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跨越“天花板”。为了实现工业化的赶超，发展中国家需要从技术吸收转变为创新创造着手，通过掌握管理技能和科学技术，依靠企业自身充分的创新和产品设计能力制造出高质量的产品[1]。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全球贸易增长平均增速超过7%，是同期经济增速的两倍多[2]。在全球贸易和生产分工“浪潮”中，为适应商品生产的网络分工形式，我国通常以“制造大国”的形象出现。【赘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方式的改变，全球贸易增速逐渐放缓，有学者将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发现，纯国内生产的部分和最终贸易品的占比在逐渐提高[3]，以电子光学行业为首的诸多行业有明显回退到本国进行纯国内生产的趋势[4]。因此，本研究结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进出口数据对我国企业的生产位置进行定位，试图理清贸易对企业创新表现的影响是否真的朝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展，并对影响企业创新的宏观环境和微观机制进行研究，力图从宏微观两个方面助力企业创新发展。
2  文献回顾与提出假设
2.1  进出口位置的衡量
按照技术内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出口贸易通过物化的中间品转移附加在商品中的知识，进而提升贸易商品质量[5]。为了度量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学者构建了多样的衡量指标，本研究主要将其归纳为“基于增加值”和“基于生产阶段数”两类。
基于增加值的测算方法涉及国内国外两个部分，企业的出口中为本国带来的增加值记为“国内增加值”部分；如果被贸易国用于进口再生产，则这一过程带来的增加值被记为“国外增加值”部分[6]。有研究提出了垂直专业分工下的企业出口地位测量框架[7]，但是这种方法忽略了国外利用本国出口中间品生产的最终品流入国内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如Johnson等[8]、Koopman等[9]对垂直专业化指数进行了修正，在增加值贸易的框架下可以通过分离出口总值中国内增加值的部分来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但是孤立地测量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不能反映部门内部、部门之间的产出关系，因此，Kee等[10]构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指标来衡量我国微观企业层面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以此衡量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该指标在考虑中间商贸易、企业国内投入所含进口比率异质性以及资本品折旧率等问题上具有明显优势，但这种方法未能提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具体位置指数，对于探索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具有局限性。
[bookmark: _Hlk64287539]基于生产阶段数法的关键在于将生产过程视为若干工序，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衡量产品距离最终品的生产工序数，以此作为生产链上的位置坐标[11]。在生产阶段数衡量方法的基础上，Antras等[12]根据产业上游度指标计算平均值得到贸易上游度指标。上游度指数可以赋予行业或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坐标，对于研究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表现提供了相对位置的可靠参照。进一步地，为避免单一指标对测量产生误差，本研究参照沈鸿等[13]的做法，从企业出口、进口上游度以及净上游度指标3个方面描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用净上游度衡量国内生产的过程。
2.2  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有关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的影响可归纳为促进效应理论和俘获效应理论两个方面。从出口角度来看，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可以接触到相对更广泛的市场，拓宽市场渠道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边际成本、提高边际利润率，形成规模经济[14]。另外，有研究表明，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企业能够在知识、教育、管理能力等无形资产方面获得提升，或者通过国际直接投资（FDI）、劳动力流动等方式产生技术溢出[15]，从而支持企业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表现[16]。除此以外，参与全球价值分工的正向作用途径还包括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高技术含量的中间生产要素，在生产相同产品的情况下改善产出效率[17]。同时，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企业会面临更加激烈和复杂的竞争[18]，国际市场的压力会通过倒逼机制促进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19]。相对于进出口产生的促进效应，俘获理论认为【补著录来源文献】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会加剧企业的国际竞争压力，面对与发达国家技术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有可能立足于本国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优势，直接进口发达国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开展粗放型的加工生产，因此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产生“竞争俘获”，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除了竞争带来的俘获效应，另一方面，相比于投入资本生产中间产品，企业进口国外中间品进行生产的成本较低，因此这类企业通常放弃中间品的自主研发，产生成本俘获效应。还有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受限于设备配置、资金投入、宏观环境等因素，对全球价值链中新技术的吸收能力较弱，因此学习效应通常是不显著的[20]。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是通过生产投入的重组而形成的创新函数，其中包括对新的或者尚未开发的市场的利用[21]，因此对于那些尚未进行国内市场开发的企业来说，国内市场的回退或者兼顾或许能够为其带来新的商业模式。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说1：企业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会带来俘获劣势，而回退到国内生产有利于企业创新。
创新的内外动力理论认为，考虑到创新活动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促进企业创新的关键在于企业的内在主体意识和外在创新扩散环境[22]。在内源创新动力方面，Borensztein等的研究表明FDI是促进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23]【应著录原始文献】；李成友等[24]将人力资本纳入分析框架后发现，进出口贸易对技术进步效率的促进会产生积极作用；凯恩斯在《放任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中热情地阐释了政府支持贸易自由的重要性，更加强调企业自身的作用[25]，然而，多数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政府的创新政策正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26]【一篇文献不代表有多数学者的研究。这是笔者分析有关文献后的观点，不存在引用】。政府在回报周期长且比较关键的领域具有高效筹措公共资金、最小化个体价值提取的优势，能够在新能源、物联网等具有正外溢性的项目中提供早期资本支持。因此，本研究在研究企业进出口创新表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宏观层面探讨政府的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处于不同生产分工位置的企业可以通过物质和人力渠道影响企业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创新。
假说3：除了企业内源创新动力，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企业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
3  计量模型、数据说明和变量描述
3.1  模型设定
【有关变量参数符号注意对照规范执行】
本研究构建以下计量模型考察企业上游度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1）
式（1）中：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使用是否申请专利和申请专利数分别表示创新行为和创新程度，、分别表示企业和时间；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业在年的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和净上游度【一个变量同时表征这3个含义是否合理？】；表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企业规模、资本劳动比、人均工资、外包因素、资本密集度、负债率、利润率、赫芬达尔集中度；为年份固定效应；为地区固定效应；为行业固定效应；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3.2  数据说明
[bookmark: _Hlk79246315]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企业专利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07年的匹配数据。由于2008 年及之后的工业企业数据统计口径发生变化，以及企业法人代码、工业增加值、中间投入等关键变量存在缺失[27]【这个事实确认有引用的必要吗？】，无法根据 Brandt等【补著录来源文献】的方法进行跨年匹配和测算，因此，当前的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是 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而海关数据始于2000年，所以将样本区间选为 2000－2007年。将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按照Brandt等【补著录来源文献】的做法进行数据处理，并使用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地区生产总值（GDP）平减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对中间投入、利润总额、工业产值现行价固定资产等进行平减，平减数据来自《中国价格统计年鉴》。
为避免误差、异常值等对计量结果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了如下清洗：（1）删除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净值、中间投入、应付工资总额、销售额小于0的数据；删除销售额、职工人数、总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缺失的数据；（2）删除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产、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的数据；（3）删除企业编码缺失的数据；（4）删除企业成立时间无效（成立时间小于0）的数据；（5）删除员工数小于8人的数据；（6）剔除西藏自治区的数据；（7）删除利润率低于0.1%或者高于99%的数据。
3.3  变量描述
3.3.1  企业创新和上游度指标
本研究以企业专利衡量企业的创新行为，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和净上游度，即从供给端的角度来测算进出口要素以及在国内进行加工生产的要素距离最终消费品的距离。首先测算行业层面的上游度，借鉴Antras等[12]的做法，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2）
式（2）中：表示行业上游度，值越大表明该行业在产业链中距离最终消费品的距离越远；表示第行业的总产出；反映了第产业的最终用途；反映了什么；表示生产价值1美元的所需的价值，对应于投入产出表中的直接需求系数；、分别反映了什么。
                          （3）
式（3）中：为产业的总出口；为总进口；为存货净值。
《世界投入产出表》涵盖了2000－2007年43个国家56个行业的投入产出情况，可结合计算出对应的行业出口上游度指数。借鉴赵春明等[28]的方法，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中海关编码（位数的产品编码进行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识别后，匹配世界投入产出表的行业编码，计算每一家企业在年行业中的出口价值（进口价值），以及公司在年的总出口（总进口），进一步计算企业层面的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为：
                            （4）
                            （5）
由式（4）（5）可看出，将企业在行业中的出口占比作为权重，与各个行业的上游度加权平均后即得到企业上游度指标。进出口上游度指标反映了企业距离最终消费品的距离：如果企业的出口上游度高，则反映企业生产的产品更多以中间投入品的方式进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如果企业的进口上游度高，则反映企业投入的产品更多的是中间产品。二者之差定义为“净上游度”，表示在国内生产环节的数量，用以反映对国内生产的依赖程度。出口上游度相同的情况下，净上游度越高意味着越多的生产环节处于国内，进口的商品更靠近上游，多为原材料生产要素，通过在国内进行生产加工后出口。
3.3.2  控制变量
遗漏变量会产生内生性问题，本研究结合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引入以下控制变量：
（1）企业年龄。不同年龄的企业面临不同的研发决策，以测算当年年份减去企业开业年份表示。
（2）企业规模。一定的规模有利于企业创新，且企业创新与规模市场竞争存在倒“U”型关系[29]。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自带的变量存在较多年份缺失，借鉴赵伟等[30]的做法，以企业职工数的对数来表示企业规模的大小。
（3）人均工资。用应付工资除以职工人数表示。人均工资可作为劳动力质量的近似替代，一般而言，劳动力质量越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创新[31]。
（4）外包因素。用中间投入和销售收入的比值表示。此处假设中间投入品外包占比越高则企业对创新的需求越小，进而阻碍企业创新。
（5）资本密集度。有学者认为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作用不同[26]，大多数学者以固定资产净值除以职工人数表示。
（6）负债率。表示为负债与资产的比值，反映了企业的外源融资约束[32]。
（7）利润率。表示为利润总额与销售收入的比值（2004年销售收入用主营业务收入代替），反映了企业的内源融资约束。
（8）市场竞争程度。在行业二位码层面计算赫芬达尔集中度，用来反映市场的竞争情况[33]。
（9）劳动生产率。用工业总产值现价平减后除以职工人数表示。其中，2004年和2006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缺少工业总产值数据，用企业所在行业相邻两年数据平均值替代。
在回归时，对上述控制变量均取对数处理，以控制异方差对回归结果有效性的影响（含有零值的变量先加1再取对数），并在99%的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短横线非负数符号】
表1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申请专利
	197 981
	0.081
	0.273
	0
	1

	专利数
	197 981
	0.125
	0.500
	0
	8.720

	出口上游度
	197 981
	1.068
	1.112
	0
	4.183

	进口上游度
	197 981
	1.153
	1.224
	0
	4.173

	净上游度
	197 981
	0.085
	1.704
	−4.183
	4.173

	企业年龄
	197 981
	2.041
	0.679
	0
	3.912

	企业规模
	197 981
	1.669
	0.203
	1.214
	2.140

	劳动生产率
	197 981
	5.543
	0.887
	3.363
	7.912

	工资率
	197 981
	2.270
	0.565
	0.906
	3.994

	外包因素
	197 981
	0.506
	0.105
	0.173
	0.828

	资本密集度
	197 981
	3.033
	1.775
	0.019
	6.685

	利润率
	197 981
	0.064
	0.069
	0.002
	0.352

	负债率
	197 981
	0.410
	0.160
	0.023
	0.696

	赫芬达尔集中度
	197 981
	5.657
	1.135
	3.441
	8.352

	城市人均GDP
	196 369
	10.287
	0.643
	7.545
	11.932

	城市FDI
	196 186
	11.367
	1.620
	0.693
	16.151

	城市人均收入
	196 471
	9.913
	0.400
	2.712
	11.828



4  回归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表2列示的是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企业所处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表3报告了采用Poisson模型研究企业创新强度的表现。表2、表3中的M1、M3、M5均分别是将上游度指标和企业创新指标单独回归的结果，M2、M4、M6均分别表示加入控制变量和年份、行业、地区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时，企业出口上游度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概率下降0.71%，,企业的创新强度下降11.80%，并且回归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出口的商品距离最终消费品越远越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企业进口上游度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概率增加0.31%，,企业的创新强度增加3.36%。进口上游度高的企业大多进口资源类、材料类等粗加工或未加工的要素，这些初级产品容易受到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供需波动的影响，短期而言，这类企业为保证稳定的供给，有动力寻求技术的创新以获得产品成本的降低；长期来说，企业会谋求创新以获得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优化。企业净上游度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概率增加0.44%，企业的创新强度增加6.27%，表明国内生产过程有利于企业创新。从控制变量的层面来看，企业存续时间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劳动比、人均工资等的增加和行业竞争，均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基于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出口上游度和进口上游度指标回归结果，印证了企业目前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程度的水平有待提升的现状；基于国内价值链角度的净上游度指标回归结果，说明了无论是创新行为还是企业创新强度方面，企业在国内进行生产和价值创造均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
表2  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bookmark: _Hlk71383266]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出口上游度
	−0.021 9***
	−0.007 1***
	
	
	
	

	
	(0.000 6)
	(0.000 6)
	
	
	
	

	进口上游度
	
	
	0.001 3*
	0.003 1***
	
	

	
	
	
	(0.000 5)
	(0.000 5)
	
	

	净上游度
	
	
	
	
	0.009 2***
	0.004 4***

	
	
	
	
	
	（0.000 4）
	（0.000 4）

	企业年龄
	
	0.014 0***
	
	0.013 7***
	
	0.013 8***

	
	
	(0.000 9)
	
	(0.000 9)
	
	(0.000 9)

	企业规模
	
	0.223 0***
	
	0.229 0***
	
	0.226 0***

	
	
	(0.003 2)
	
	(0.003 2)
	
	(0.003 2)

	劳动生产率
	
	0.010 7***
	
	0.011 1***
	
	0.011 0***

	
	
	(0.000 9)
	
	(0.000 9)
	
	(0.000 9)

	人均工资
	
	0.025 9***
	
	0.026 3***
	
	0.025 9***

	
	
	(0.001 2)
	
	(0.001 2)
	
	(0.001 2)

	外包因素
	
	−0.015 9*
	
	−0.015 8*
	
	−0.015 1*

	
	
	(0.007 1)
	
	(0.007 1)
	
	(0.007 1)

	资本劳动比
	
	0.005 0***
	
	0.005 0***
	
	0.004 9***

	
	
	(0.000 6)
	
	(0.000 6)
	
	(0.000 6)

	利润率
	
	0.109 0***
	
	0.109 0***
	
	0.108 0***

	
	
	(0.008 8)
	
	(0.008 8)
	
	(0.008 8)

	负债率
	
	0.029 1***
	
	0.030 7***
	
	0.030 4***

	
	
	(0.004 0)
	
	(0.004 0)
	
	(0.004 0)

	赫芬达尔集中度
	
	0.016 3***
	
	0.016 2***
	
	0.016 2***

	
	
	(0.000 6)
	
	(0.000 6)
	
	(0.000 6)

	年份【此行上细线删】
	NO
	YES
	NO
	YES
	NO
	YES

	行业
	NO
	YES
	NO
	YES
	NO
	YES

	地区
	NO
	YES
	NO
	YES
	NO
	YES

	样本数/个
	197 984
	197 975
	197 984
	197 975
	197 984
	197 975


[bookmark: _Hlk79241752]  注：1）括号内为标准差；2）* 、**、***分别表示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  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
	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出口上游度
	−0.341 0***
	−0.118 0***
	
	
	
	

	
	(0.007 3)
	(0.009 3)
	
	
	
	

	进口上游度
	
	
	−0.013 2*
	0.033 6***
	
	

	
	
	
	(0.005 2)
	(0.007 2)
	
	

	净上游度
	
	
	
	
	0.111 0***
	0.062 7***

	
	
	
	
	
	(0.003 8)
	(0.005 3)

	控制变量【此行上细线删】
	NO
	YES
	NO
	YES
	NO
	YES

	年份【此行上细线删】
	NO
	YES
	NO
	YES
	NO
	YES

	行业
	NO
	YES
	NO
	YES
	NO
	YES

	地区
	NO
	YES
	NO
	YES
	NO
	YES

	样本数/个
	197 984
	197 984
	197 984
	197 984
	197 984
	197 984


       注：限于篇幅，未展示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后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4.2  内生性处理
企业上游度变量如果不是严格外生的，将会使回归结果存在有偏性和非一致性的问题，为处理回归结果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借鉴陈琳等[34]做法，以企业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和净上游度的行业均值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和内生性变量以及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矩阵表明选用的工具变量和内生性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与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较弱，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创新行为角度的回归结果可以从M1、M2、M3看出，基准回归低估了企业上游度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创新强度角度的回归结果如M4、M5、M6所示，基准回归高估了企业上游度对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2SLS方法在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工具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选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另外沃尔德检验的结果P值也小于5%，验证了2SLS进行内生性回归的有效性。
表4   用行业均值做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创新行为
	创新强度【此列左侧竖细线删】

	
	M1
	M2
	M3
	M4
	M5
	M6

	出口上游度
	−0.009 0***
	
	
	−0.009 3*
	
	

	
	(0.002 0)
	
	
	(0.003 8)
	
	

	进口上游度
	
	0.005 7**
	
	
	0.028 8**
	

	
	
	(0.002 2)
	
	
	(0.009 9)
	

	净上游度
	
	
	0.008 3***
	
	
	0.006 7***

	
	
	
	(0.001 6)
	
	
	(0.003 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个
	197 984
	197984
	197 984
	197 984
	197 984
	197 984



4.3  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_Hlk66811914]由于创新行为属于二值选择问题，以企业是否申请专利作为被解释变量，用Logit模型代替Probit模型。关于创新强度，由于专利的申请数为计数变量，采用负二项回归代替泊松回归，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见表5）。
表5  替换模型后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创新行为
	创新强度【此列左侧竖细线删】

	
	M1
	M2
	M3
	M4
	M5
	M6

	出口上游度
	−0.007 5***
	
	
	−0.128 0***
	
	

	
	(0.000 8)
	
	
	(0.009 1)
	
	

	进口上游度
	
	0.003 4***
	
	
	0.035 4***
	

	
	
	(0.000 6)
	
	
	(0.007 6)
	

	净上游度
	
	
	0.004 7***
	
	
	0.0678***

	
	
	
	(0.000 4)
	
	
	(0.005 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模型
	Logit
	Logit
	Logit
	负二项
	负二项
	负二项

	样本数/个
	197 975
	197 975
	197 975
	197 984
	197 984
	197 984



4.4  异质性检验
按照中国企业专利数据库中对专利的分类，将专利类型分为发明创造型、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型3种类型。限于篇幅，此处略去创新强度的分专利回归结果。创新行为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企业出口上游度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并且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类创新活动的影响更大；进口上游度越高，对不同专利类型的创新行为和创新强度起到促进作用；净上游度对企业是否参与3种专利的创新行为均显著为正，说明进行国内生产的价值增值过程有利于3种类型的创新行为，并且企业参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创新活动的动机更强。
表6【表内两条竖细线删】  生产链位置对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行为的回归结果
	变量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出口上游度
	−0.001 9***
	
	
	−0.004 6***
	
	
	−0.004 8***
	
	

	
	(0.000 4)
	
	
	(0.000 5)
	
	
	(0.000 4)
	
	

	进口上游度
	
	0.000 8*
	
	
	0.002 8***
	
	
	0.000 2*

	
	
	(0.000 3)
	
	
	(0.000 4)
	
	
	(0.000 3)

	净上游度
	
	
	0.001 2***
	
	
	0.003 3***
	
	
	0.001 9***

	
	
	
	(0.000 2)
	
	
	(0.000 3)
	
	
	(0.000 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此行下细线删】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个
	197 975
	197 975
	197 975
	197 907
	197 907
	197 907
	197 907
	197 907
	197 907


[bookmark: _Hlk64540435]
按照企业注册类型分为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3类来研究企业上游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民营和外资企业均受到出口上游度较大的创新抑制作用，同时投入国内生产的环节数越多，越有利于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创新表现。其中，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其通常具有诸如海外母公司等较丰富的国外资源和出口优势，拥有更强的技术获取能力，因此其出口的商品越靠近终端越有利于出口创新表现；民营企业表现出与外资企业类似的创新势头，并且相较于其他企业类型，国内生产环节数的增加可以较大程度地增加民营企业参与创新活动的概率。而无论是在创新行为还是创新强度上，国有企业的创新表现均不具有显著性，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政策保护的作用，也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样本数量较少，存在无法消除的自选择效应。
4.5  企业主体能动性的中介效应
[bookmark: _Hlk71995041]在上述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企业上游度水平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为验证假说2，证明企业本身可以通过内源动力推动企业创新，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理论上将中介变量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中介效应模型设置如下：
[bookmark: _Hlk71799406]              （6）
          （7）
     （8）
式（6）至式（8）中：中介变量为，包括城市外商实际投资和城市人均工资水平两个待检验的传导机制；表示年份、行业、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若、均显著，且显著，则中介效应显著；如果不显著，则成为完全中介，相反则为部分中介。
4.5.1  物质资本的中介效应
物质资本可能产生的中介效应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通过影响外商投资获得研发的物质条件，从而更多地参与研发活动、提升创新水平。为了识别这一机制，加入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7至表9所示。各表中的M1、M4均分别是对式（6）的回归，结果表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表明FDI的引入有利于企业的创新；M3均是对式（7）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的出口上游度对FDI存在负向作用，进口上游度和净上游度对FDI存在正向促进作用；M2、M5均是对式（8）的回归，FD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此外通过Sobel检验也验证了这一点。同时各上游度变量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该中介变量属于部分中介，即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能够通过影响FDI，进而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和创新强度。
表7  出口上游度的FDI机制检验
	变量
	创新行为
	FDI
	创新强度

	
	M1
	M2
	M3
	M4
	M5

	出口上游度
	
	−0.007 1***
	−0.026 0***
	
	−0.118 0***

	
	
	(0.000 6)
	(0.003 1)
	
	(0.009 4)

	FDI
	0.002 0***
	0.001 9***
	
	0.033 4***
	0.032 3***

	
	（0.000 4）
	(0.000 4)
	
	（0.006 1）
	(0.006 1)

	[bookmark: _Hlk71737595]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此行上加一细线，下面细线删】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个
	197 972
	196 184
	196 186
	197 981
	196 186



表8  进口上游度的FDI机制检验
	变量
	创新行为
	FDI
	创新强度

	
	M1
	M2
	M3
	M4
	M5

	进口上游度
	
	0.002 8***
	0.048 3***
	
	0.031 5***

	
	
	(0.000 5)
	(0.002 6)
	
	(0.007 3)

	FDI
	0.002 0***
	0.001 8***
	
	0.033 4***
	0.032 8***

	
	（0.000 4）
	(0.000 4)
	
	（0.006 1）
	(0.006 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此行上加一细线，下面细线删】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个
	197 972
	196 184
	196 186
	197 981
	196 186



表9  净上游度的FDI机制检验 
	变量
	创新行为
	FDI
	创新强度

	
	M1
	M2
	M3
	M4
	M5

	净上游度
	
	0.004 3***
	0.035 7***
	
	0.061 5***

	
	
	(0.000 4)
	(0.001 9)
	
	(0.005 3)

	FDI  
	0.033 4***
	0.001 7***
	
	0.033 4***  
	0.031 8***

	
	（0.006 1）
	(0.000 4)
	
	（0.006 1）
	(0.006 1)

	[bookmark: _Hlk71741684]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此行上加一细线，下面细线删】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个
	197 972
	196 184
	196 186
	197 981
	196 186



4.5.2  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人力资本可能产生的中介效应为：处于全球价值链不同位置的企业希望通过吸引高科技人才参与科研活动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表现。针对这一机制，采用城市人均工资水平衡量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限于篇幅，略去人力资本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结果印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并且属于部分中介效应，说明处于价值链不同位置的企业可以通过改变人力资本投入吸引高科技人才加入，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4.6  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为了验证假说3，在基本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上游度指标的交乘项，以此检验经济发展水平对上游度作用于创新的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形式如下：
   （9）
式（8）中，若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则代表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促进了企业上游度变量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若为负，则对这种影响起到抑制作用。
对于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选取了城市人均GDP作为代理变量。限于篇幅，只展示宏观经济指标在创新行为层面的调节效应，略去创新强度的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M1是检验城市人均GDP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回归结果，证明城市经济水平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的创新水平；M2、M3、M4分别是对式（9）的回归结果，出口上游度、进口上游度、净上游度的交乘项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城市经济水平对企业3类上游度指标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影响均起到抑制作用。这说明，城市经济水平越高，越可以弱化企业出口上游度对企业创新的负向作用。换言之，出口要素距离最终消费品越远的企业，通常受到低端锁定的影响，如果该类企业处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则可以降低这类不利影响；同时，企业进口上游度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作用也会减小，处在经济发达城市的企业可能更偏向于谋求进口技术溢出机制来获得生产效率和产品价格的有效提升，而减少投入周期更长的自主创新途径；净上游度越高的企业，在出口上游度相同的情况下，其进口上游度越高、在国内生产的环节越多，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国内生产环节的增加有助于企业创新，且净上游度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城市经济水平促进了企业在国内生产时的创新表现，由此形成“强化正向，弱化负向”的调节作用。
表10  创新行为的调节效应
	变量
	M1
	M2
	M3
	M4

	城市人均GDP
	0.008 8***
	
	
	

	
	(0.001 2)
	
	
	

	城市人均GDP×上游度变量
	
	−0.005 5***
	−0.005 1***
	0.005 5***

	
	
	(0.000 8)
	(0.000 8)
	(0.000 8)

	出口上游度
	
	−0.007 4***
	
	

	
	
	(0.000 6)
	
	

	进口上游度
	
	
	0.003 1***
	

	
	
	
	(0.000 5)
	

	净上游度
	
	
	
	0.004 5***

	
	
	
	
	(0.000 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个【此行上细线删】
	196 367
	196 367
	196 367
	196 367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企业的进出口上游度描述企业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位置，用净上游度描述企业在国内生产的过程，利用上游度指标与表征企业创新的专利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出口产品距离最终消费品越远的企业，其创新动力越不足，而进口原材料进行加工生产的企业更有动力提升创新能力，在国内生产环节数的增加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由此验证了企业参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意义。（2）国内生产链的增长有力地促进了企业3类专利的创新；分企业类型下的企业生产链位置对企业创新存在差异性，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影响比国有企业更显著。（3）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上述变量的作用效果，城市发达的经济水平可以弱化出口上游度对企业创新带来的抑制作用、强化国内生产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4）处于生产链不同位置的企业通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渠道影响企业的创新表现。
5.2  政策建议
依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摆脱被俘获困境的突破口在于通过国内的竞争形成本土企业自主创新和本土市场竞争优势的良性互动后，利用对国内市场的有效控制再争取国外市场的拓展。第二，酌情降低发明类专利的审核门槛，提高专利的审核效率。第三，改善营商环境可以从宏观层面对企业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支持作用。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大力引进FDI、提升高素质人才待遇等方式形成地区优势，以此吸引创新程度较高的企业落户，并因此拉动经济发展；经济发达的宏观环境又会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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